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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财政治理对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赵德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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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影响就地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 GMM 估

计方法,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对

就地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的正向影响效应要大于东部地区。 农村

人力资本水平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具有典型的“U 型”曲线特征,全国范围内农村人力资本的平均“门槛值”为

8. 63 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平均“门槛值”分别为 8. 13 年和 9. 17 年,跨越人力资本门槛值对就地城镇化

极其重要。 其政策内涵在于,在就地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不仅应重视地方财政治理能力的提升,而且应注重农村

人力资本的投入,“综合扶智”比“单纯输血”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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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f Local Fiscal Governance on Situ Urbanization

ZHAO Dezhao
(Finance & Taxation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ets up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 of local government ’ s financial governance ability

influencing local urbanization, using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and system GMM estimation method, to make empirical

test of local finan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situ urbaniz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cal finan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itu urbanization, bu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inan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influence of rural human capital

on situ urbanization has a typical “U-shaped” curve, the average “ threshold value” of rural human capital across the

country is 8. 63 years, and the average “threshold value” of rural human capital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8. 13 years and 9. 17 years, 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human capital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Situ

urbanization. The policy sugges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situ urbanization, not only should be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fiscal governance capacity, but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vestment of rural

human capital, since “comprehensive intelligence support” is more effective than “simple transfusion”.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situ urbanization; system GMM estimation

78

城镇化与区域发展　 地方政府财政治理对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可以发

现其在财政作用机制、土地制度和形成方式等方

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但毋庸置疑的是,城市化水

平与一国经济发展、政府财政收支能力均密切相

关。 中国也正从大城市的发展战略向以人为本的

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转型,其正在推进人类历史

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1],这也是未来中国最

大的内需潜力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农业

人口向沿海发达地区非农产业转移的“民工潮”愈
演愈烈。 然而,以异地城镇化为主导路径的传统

城镇化模式却使得“农村空心化”和“候鸟型农民

工”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2]。 同时,中国财政体制

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随着财政体制向公共财

政体系的转轨和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地方政府

财政支出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 在推进农村就地

城镇化和公共物品提供的过程中,尽管与公共服

务相关的重要政令均由中央政府发出,但全国有

七成的预算内资金是由地方政府来完成的,55%
的资金支出是由地方政府承担[3 - 5],但地方政府

的历史累积债务规模较大,严重困扰着地方政府

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这已经成为就

地城镇化的瓶颈。 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日益

增大、大城市人口承载力逼近极限、推动经济向高

质量发展转变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提升地方政府

财政治理能力推动就地城镇化进程,正成为学者

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由于就地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主要取决于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6],地方财政治理的核

心在于:有效缓解地方道德风险问题,增强地方政

府的财政自给能力和主体能动性,更好地满足辖

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现有研究文献主要集

中考察了财政能力、财政分权制度与公共服务供

给的关系。 Altunbas 等(2012) [7] 认为,地方政府

的财政自给能力越高,其对辖区内居民公共服务

需求的匹配程度越高。 杨得前(2014) [9]的研究结

论表明,财政自给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

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曾明等(2014) [9] 认

为,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较低是导致转移支付

制度不能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Sow 等(2015) [10]、刘建民等(2018) [11] 认为,财政

分权制度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财政能力

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显著正相关。 匡小平等

(2015) [12] 和 Grisorio 等(2015) [13] 的研究结果表

明,财政分权通过改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能力

对城镇化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但过度财政分权则

会对其公共产品提供产生负向影响[14],使得地方

政府扮演“攫取之手”的角色。 张军等(2008) [15]

的研究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给予地方政府极大

的激励作用,使其在城镇化过程中扮演了“援助之

手”的角色。 方红生等(2014) [16] 则认为,财政集

权将激励净流出地区的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
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财政具有“覆盖全面,

牵动全局”的蝴蝶效应,不单涉及一个经济范畴,
更同时牵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等领域。 而且,随着就地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

局面[17],单一的财政能力研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

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就地

城镇化背景下,财政体制改革早已突破简单的财

政能力分析框架,从而延伸至国家治理和社会治

理的范畴。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政府

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大政府小社会”
的体制特征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治理在就地城镇化

建设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

将研究视角从单纯的财政能力拓展到财政治理领

域[18 - 21],认为应将财政治理现代化机制引入到公

共物品供给和城镇化建设进程中。 吴理财等

(2015) [22]通过分析中国农村基层财政治理机制,
提出了增强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具体思

路。 贾俊雪等(2015) [23] 认为,纵向财政治理结构

具有较强的职能扭曲效应,强化了经济建设支出

而降低了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物品供给。 张淑翠

等(2015) [24]认为,国家治理的“事权属地化”导致

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影响了其推动城镇化进程

的积极性。 刘勇政等(2019) [25] 的研究发现,提高

税收自主权和增加转移支付构成两种重要的地方

财政治理方式,其对地方政府收支行为的激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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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存在明显差异。
对上述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针对“地方

政府财政治理能力”的研究文献尚不多见,对财政

治理能力和就地城镇化水平亦缺乏科学合理的指

标度量。 本文企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
是从财政能力、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社会管理能

力等层面构建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并进行科学

测度。 同时,选取人口数据、经济数据和社会数据

的若干指标,科学构建就地城镇化的指标体系进

行科学测度。 二是建立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影

响就地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系统 GMM
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对就

地城镇化的影响效应。
二、理论机制

(一)异质型人力资本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机

制

本文借鉴柯布 - 道格拉斯的分析框架,沿着

Barro(1990) [26]的研究思路,将地方政府财政治理

能力作为重要生产变量加入到生产函数。 同时,
就地城镇化水平也需要用一个综合复杂的指标体

系来表征,因此本文选取就地转移就业量作为替

代指标纳入到理论分析框架。 用 L1和 L2分别表示

就地转移就业的高素质、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数量

(假定 L1 < L2)。 同时,人力资本投入总量 H 被定

义为劳动力数量 L 乘以代表性工人的人力资本 h,
高素质和低素质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分别

为 h1和 h2,从而建立如下理论模型:
Y = A·F(G,K,L1,L2,h1,h2) = A·Gα·Kβ·

(h1L1) β1·(h2L2) β2 (1)
在式(1)中,Y 代表总产出水平,A 代表全要素

生产率,G 表示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K 代表总

资本投入。 假定农村进行就地城镇化后,城镇劳

动力增量主要来源于就地转移就业的劳动力,因
此在理论模型中忽略原有农村在非农产业就业的

劳动力数量,则就业总量 L 等于就地转移就业的

农村高素质和低素质劳动力之和(即 L = L1 + L2)。
α 、 β 、 β1 和 β2 分别表示地方政府支出 F、资本投

入 K、高素质劳动力 L1和低素质农村劳动力 L2的

产出弹性,r 为资本的真实利率,则厂商总成本为:

C = W1L1 + W2L2 + F + r·K (2)
W1和 W2分别为异质性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

平。 大量的理论与事实证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

劳动力,其工资收入也越高。 因此,本文假定高、
低素质劳动力工资水平之比 W1 / W2 = g(h1 / h2) ,
g(h1 / h2) 是严格单调递增的凸函数,则厂商利润

函数为:
π = A·GαKβ·(h1L1) β1·(h2L2) β2 - (W1L1 +

W2L2) - (F + r·K) (3)
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令利润函数对 L1和 L2

的一阶偏导均为 0,由此得到:
∂π
∂L1

= β1h1·A·GαKβ·(h1L1) β1-1·(h2L2) β2 -

W1 = 0 (4)
∂π
∂L2

= β2h2·A·GαKβ·(h1L1) β1·(h2L2) β2-1 -

W2 = 0 (5)
将 W1 / W2 = g(h1 / h2) 和 L2 = L - L1代入,进

一步可以得到:

L = β2

β1
·g(

h1

h2
) + 1[ ]·L1 (6)

由式(6)可以得到研究假说 1:就地城镇化水

平与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与较低

的人力资本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二者存在非线性

相关关系。
(二)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对就地城镇化的

影响机制

在验证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对就地城镇化

的影响机制时,仍然借鉴柯布 - 道格拉斯的分析

框架和遵循 Barro(1990) [26] 的研究思路。 但为了

验证财政治理对就地城镇化的整体影响机制,因
而并未区分劳动力的异质性和人力资本的异质

性,从而建立如下理论模型:
Y = A·F(G,K,L,h) = A·Gα·Kβ·(hL) γ

(7)
在式(7)中, α 、 β 和 γ 分别表示财政治理产

出弹性、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力产出弹性,均为 0
至 1 之间的值。 同时,假设就地转移就业量的增长

率为 R,由于就地转移就业量的增长将显著增加公

共产品需求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因而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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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方政府增加的财政支出 F 是 R 的函数: F =
θR2 ,其中 θ > 0 ,函数满足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均

大于零,则厂商总成本为:
C = WL + θ·R2 + r·K (8)

基于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较大财政支出压力的

具体国情,一个符合现实的逻辑是,地方政府可通

过财税政策发挥经济调节作用影响就地城镇化进

程,以达到财政结余最大化的目标。 假设 δ 为资本

贴现率,则可以建立如下的最优控制过程:

π = ∫
+捹

0

e -δt AGαKβ (hL)γ - WL - θR2 - rK[ ]dt

L
•

= R

ì

î

í

ï
ï

ï
ï

(9)
利用最大值原理可得:

R = γAGαKβhγLγ-1 - W
2δθ (10)

令 R = 0,可以解得均衡点就地转移就业量和

地方财政治理能力的关系为:

L1 -γ = γAGαKβhγ

W (11)

由式(11)可得,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对就

地城镇化存在正向的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不均质大国,受初始经

济发展条件和产业结构等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治

理能力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可能存在明显的区域

差异[3]。 有鉴于此,得到研究假说 2:财政治理能

力对就地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对就

地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三、计量模型设立、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立

为考察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对就地城镇

化影响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特征,本文在计量模型

中引入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变量的二次项。 同

时,通 过 在 模 型 中 引 入 滞 后 一 期 的 因 变 量

urbani,t - 1来控制那些相对不随时间变化的就地城

镇化特征的影响,并采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计量

检验[27],从而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urbani,t = α0 + α1urbani,t-1 + β0finai,t + β1hci,t +

β2hc2 i,t + β3 flexi,t + β4Lnwgap i,t + β5gdpri,t +

β6unempli,t + μi,t (12)
在式(12)中,urbani,t 表示就地城镇化水平,

finai,t表示地方政府的财政治理能力,hci,t表示农村

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flexi,t表示劳动力市场灵

活性,wgapi,t表示城乡实际收入差距,gdpri,t表示非

农产业生产总值占 GDP 的比重,unempli,t表示城镇

失业率, μi,t 是残差项。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2003—2016 年全国的 28
个省份,不包括台湾、澳门、香港地区,以及西藏、
海南、重庆(相关数据并入四川省)等省份,这是基

于制度一致性和数据可得性的考虑。 文中的主要

指标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 《中
国法律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各期数据

整理计算而得。
就地城镇化水平(urban)方面,本文借鉴朱宇

等(2012) [28]对就地城镇化的研究成果,不仅考虑

了现有的城镇人口,还通过乡村非农就业人口的

规模估算了“准城镇人口”,得出一个修正后的城

镇人口当量来表征就地城镇化水平,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

urban =
UP + N∑

n

i
AiE i × (1 + C)

P ,

　 　 　 　 　 　 　 　 　 　 　 i = 1,2,…,n (13)
在式(13)中,urban 为就地城镇化水平,UP 为

按传统口径计算的城镇人口规模;N 为乡村非农就

业人口;E i为第 i 个省份特征比;Ai为第 i 个省份特

征比的权重;C 为带眷系数(本文用 C = 乡村非就

业人员 /乡村就业人员 × 100% );P 为省(市)总人

口;∑AiE i 为准城镇系数。 在构建指标体系时,

选取以下数据指标:①人口数据:县域人口密度、
城镇人口规模、乡村非农就业人口、县域总人口、
乡村就业人口、乡村非就业人口;②经济数据:第
二产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 GDP、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增速;③社会数

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农村用电量、固定电话用

户、在校学生数、卫生机构床位数。 其中,县域人

口密度 = 县域年末总人口 /行政区域面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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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不仅是体现城乡间聚落差异的重要方面,也
是县域人口统计的重要标准,因此在本文中作为

反映就地城镇化特征的主要指标之一。 同时,在
计算带眷系数(衡量乡村就业人员所抚养的非劳

动力家眷数量的指标)时,首先需要计算乡村非

就业人口。 在本文中,乡村非就业人口 = 乡村人

口—乡村就业人口。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首先计

算城镇特征比 E i ,然后采用熵值法确定城镇特性

指标权重,进而计算准城镇人口 N∑
n

i
AiE i × (1 +

C) ,最后将各省的准城镇人口加上现有的城镇

人口,即可得出修正后各省的就地城镇化水平

urban。
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 fina)方面,借鉴王敬

尧(2009) [29]的研究思路,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和

财政体系的现实状况,共选取 3 类 14 个指标构建

财政治理能力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选取的具体

评价指标如下:①财政能力:财政收入能力、各省

财政收入占全国收入比重、财政支出能力、各省财

政支出占全国支出比重、财政平衡能力;②公共服

务供给能力:普通本专科学生招生数、每千人医疗

卫生机构床位、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馆藏量、年末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年末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人数;③社会管理能力:交通事故起数、火灾起数、
收到行政复议申请、行政诉讼案件情况。 在此基

础上,运用熵值法计算出各省的财政治理能力

fina。
其他重要控制变量方面,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hc)方面,本文用“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

教育年限”来表征,具体计算方法为:平均受教育年

限 =小学受教育比重 ×6 +初中受教育比重 ×9 +高

中及中专受教育比重 × 12 + 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

育比重 × 16。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flex)则用城镇

单位雇用农村劳动力数量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

比重来表征,这与 Eichhorst 等(2011) [30]、Koji 等
(2019) [31] 的做法相一致。 城乡实际收入差距

(wgap)方面,首先计算出名义城乡收入差距“城镇

居民家庭年人均总收入减去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

纯收入”,然后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化得

到城乡实际收入差距。 非农产业生产总值占 GDP
的比重(gdpr),其衡量了该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就

业吸纳能力,因而对就地城镇化形成重要影响。
城镇失业率( unempl)方面,由于城镇失业率是重

要的就业信号并构成转移就业的机会成本[32],也
对就地城镇化产生重要影响。

四、实证分析过程

(一)全国总体样本的估计结果

表 1 报告了全国总体样本的基本估计结果。
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 fina)对就地城镇化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很好地扮演了“援助之手”的角

色,这符合基本逻辑和中国的现实国情。 就地城

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以人为本,其核心理念是

让就地转移的农业转移人口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

的基本公共服务[31],这都需要地方政府提供足够

的财力支持。 但不容忽视的是,政府在就地城镇

化过程中的责任不仅仅在于提供足够的财力保

障,还应统筹社会治安、社区管理、应急事件处理

等一系列治理事务,这使得地方政府的职能拓展

为综合性的财政治理问题。 而且,当前大部分推

进就地城镇化建设的农村地区,由于缺乏原始的

产业基础和资本积累,普遍面临着产业集聚困难、
基础设施环境较差等问题。 为了吸引产业集聚和

实现跨越式发展,地方政府必须不断提高财政能

力和社会治理能力,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提供

更好的政商环境。
表 1　 全国总体样本的估计结果(基于系统 GMM 方法)

变量 Sign 模型① 模型② 模型③ 模型④ 模型⑤

urban - 1 + 0. 9592∗∗∗
(0. 0071)

0. 8551∗∗∗
(0. 0247)

0. 8070∗∗∗
(0. 0125)

0. 7926∗∗∗
(0. 0132)

0. 8155∗∗∗
(0. 0301)

fina + 1. 3422∗∗∗
(0. 0432)

1. 0488∗∗∗
(0. 1281)

1. 8163∗∗∗
(0. 1253)

1. 9381∗∗∗
(0. 1556)

1. 6643∗∗∗
(0. 3028)

hc - -2. 9795∗∗
(1. 4790)

-3. 5046∗∗
(1. 5001)

-4. 2802∗∗∗
(1. 9816)

- 5. 4953
(4. 7643)

- 1. 4522
(1. 5635)

hc2 + 0. 1752∗∗∗
(0. 0471)

0. 1918∗∗∗
(0. 0562)

0. 2596∗∗
(0. 1435)

0. 3492∗
(0. 2213)

0. 0772
(0. 6242)

flex + 0. 9611∗∗∗
(0. 2461)

0. 4418∗∗
(0. 2015)

0. 1772
(0. 2501)

0. 4675∗∗
(0. 2152)

Lnwgap + 0. 1865∗∗∗
(0. 0238)

0. 2091∗∗
(0. 0391)

0. 1172∗
(0. 0628)

gdpr + 0. 3972∗∗
(0. 1162)

0. 2979∗
(0. 1692)

unempl - - 3. 1298∗∗∗
(1. 4480)

Wald Test 179. 08∗∗∗ 177. 21∗∗∗ 218. 01∗∗∗ 754. 15∗∗∗ 392. 36∗∗∗
Hansen Test 27. 72 27. 20 25. 91 24. 43 24. 45

hc 门槛值(年) 8. 50 9. 14 8. 24 — —
AR(1)检验 0. 016 0. 018 0. 019 0. 019 0. 018
AR(2)检验 0. 241 0. 287 0. 267 0. 238 0. 258

Obs 392 392 392 392 392

注:∗∗∗、∗∗和∗分别表示 1% 、5%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
健性标准误,“—”表示值不存在或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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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采用的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大政

府小社会”治理模式,各级政府掌握着极大的财政

资源及资源的调配权。 在就地城镇化推进的各种

矛盾交织中,财政已然成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以及生态文明等问题的交汇点,地方政府的财政

改革直接决定了财政治理水平的高低和国家治理

的成效。 而且,地方政府财政治理已突破单纯的

经济思维,改以系统性思维做好顶层设计,进一步

明确地方财政的治理职能,重构地方政府、市场、
社会之间的多维关系,使新型的地方财政治理模

式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推进就地城镇化的有

力支撑与重要制度保障[32]。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

财政在未来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进,地方政府财

政治理能力对就地城镇化建设的正向影响效应将

日益显现。

图 1　 urban 与 hc 的“U 型”曲线模拟

农村人力资本(hc)方面,其对就地城镇化具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人力资本二次项的系数为

正,这说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就地城镇化的影

响存在典型的“U 型”曲线特征(见图 1),且人力

资本水平的“门槛值”位于 8. 24 ~ 9. 14 年的区间

内(平均门槛值为 8. 63 年),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九

年义务教育提供了科学阐释。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

研究表明,教育外部性的确存在“门槛效应” [33],
只有跨过人力资本积累的门槛,才能顺利实现向

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就业。 而人力资本对就地城

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方

面,目前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仍然较低,只有

跨越了某个“门槛”,其才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融

入就地城镇化进程。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人

力资本和受教育程度越高,更易于接受城镇的生

活方式和摆脱对传统农耕方式的高度依赖,进而

对其融入就地城镇化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但在现

实的情况下,虽然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近年来

在不断提高,但其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还处在较低水

平(见图 2)。 在同等受教育年限的情况下,如果进

一步考虑城乡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的巨大差异,农
村劳动力的有效人力资本水平则相对处于更低的水

平,这显然不利于就地城镇化建设的顺利推进。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flex)方面,在当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的重点之一即是增加劳动

力市场灵活性,其不仅可以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

产业转移就业的速度,也可以降低就地城镇化中

的各种制度成本,因而对就地城镇化形成积极的

正向影响。 城乡实际收入差距(wgap)方面,较高的

城镇工资收入形成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美

好预期,其是对农民“进城”的一种正向激励。 非

农产业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gdpr)的增加将极大

增强就地城镇化的产业基础,这对农业人口转移

就业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产城融合”的发

展模式对就地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大有裨

益。 城镇失业率(unempl)方面,较高的城镇失业

率提高了其“失去土地”之后的就业风险和释放了

较为悲观的期望收益,因而对就地城镇化形成显

著的负向影响。

图 2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hc)的核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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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

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将整

体样本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进一步的详

细考察①,分析仍然基于系统 GMM 的估计结果。 与

总体样本估计结果不同的是,虽然地方政府财政治

理能力(fina)仍然在就地城镇化建设中很好扮演了

“援助之手”的重要角色,但其在中西部地区对就地

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效应要明显大于东部地区。
这可能是由于,虽然未来就地城镇化的重点

区域是中西部地区(其具有发展中小城镇的现实

需求),但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

府)普遍面临着政府债务负担较重、财政收支能力

较差的不利局面,长期以来的“吃饭财政”使其在

财政支出倾向中,往往更加注重生产建设而忽视

民生投入,这极大限制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的提高。 而地方财政治理能力的提高,将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公共产品

供给质量偏低的局面,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和促进

农村就地转移人口在城镇的安居乐业,因而其对

就地城镇的边际效用要远高于东部地区。 与之相

对应,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

区,很多富裕地区的农村与城镇的融合程度已经

很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也高于中

西部地区,因而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对就地城

表 2　 东部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基于系统 GMM 方法)
变量 Sign 模型① 模型② 模型③ 模型④ 模型⑤

urban - 1 + 0. 9112∗∗∗
(0. 0342)

0. 9552∗∗∗
(0. 0391)

0. 9483∗∗∗
(0. 0210)

0. 9439∗∗∗
(0. 0112)

0. 9521∗∗∗
(0. 0212)

fina + 1. 6722∗∗∗
(0. 3329)

1. 5327∗∗∗
(0. 2212)

1. 6016∗∗∗
(0. 3335)

1. 5823∗∗∗
(0. 2892)

1. 5935∗∗∗
(0. 2885)

hc - -2. 5243∗∗
(1. 4460)

- 6. 5315
(6. 4821)

-5. 7883∗∗
(2. 3015)

- 6. 7660
(6. 5193)

- 6. 0777∗∗∗
(1. 2821)

hc2 + 0. 1712∗∗
(0. 0870)

0. 3575∗∗
(0. 1681)

0. 3526∗∗
(0. 1701)

0. 4108
(0. 5792)

0. 3452∗∗∗
(0. 0961)

flex + 0. 4588∗∗∗
(0. 0905)

0. 3902∗∗∗
(0. 1232)

0. 3833∗∗∗
(0. 1231)

0. 4034∗∗∗
(0. 1272)

Lnwgap + 0. 1249∗∗∗
(0. 0306)

0. 1122∗∗
(0. 0311)

0. 2061∗∗∗
(0. 0335)

gdpr + 0. 8186∗∗∗
(0. 2562)

0. 6172∗∗
(0. 3561)

unempl - - 1. 4779∗∗∗
(0. 1132)

Wald Test 114. 91∗∗∗ 215. 73∗∗∗ 124. 08∗∗∗ 129. 02∗∗∗ 135. 21∗∗∗
Hansen Test 27. 86 27. 41 23. 11 23. 53 23. 22

hc 门槛值(年) 7. 37 — 8. 21 — 8. 80
AR(1)检验 0. 082 0. 054 0. 073 0. 045 0. 039
AR(2)检验 0. 623 0. 640 0. 645 0. 716 0. 681

Obs 154 154 154 154 154

注:∗∗∗、∗∗和∗分别表示 1% 、5%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
健性标准误,“—”表示值不存在或不显著。

镇的边际效用要低于中西部地区。 同时,东部地

区的优势资源更多的集中在大中城市,外来人口

和本地非农户籍人口也较多选择向大中型城市转

移就业和定居。 在吸引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正向激

励和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大幅增长的反向倒逼作用

下,地方政府财政治理的重点亦往往向大中型城

市倾斜,这使其对就地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效应低

于中西部地区。
农村人力资本(hc)方面,东部地区和中西部

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均存

在典型的“U 型”曲线特征(见图 3)。 其中,东部

地区人力资本平均门槛值为 8. 13 年,而中西部地

区人力资本平均门槛值为 9. 17 年。 一个可以信服

的解释是,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低、产业基

础薄弱、就业机会较少,只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才

能冲破长期以来牢牢依附在土地上的“贫困的锁

链”,进而融入到就地城镇化进程中。 同时,中西

部地区农村的教育投入偏少且教育质量偏低(见
图 4),需要用相对更长的受教育年限来弥补教育

质量不足的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劳

动力融入就地城镇化进程的“人力资本门槛”。 与

之相比较,东部地区的平均教育质量要高于中西

部地区,这使得农村劳动力的有效人力资本水平

相对较高。 而且,东部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带来的更多就业机会、较高

的城镇化水平和城乡融合程度,均使得农村劳动

力融入就地城镇化的人力资本“门槛”相对较低。
城乡实际收入差距(wgap)方面,东部地区城乡

实际收入差距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系数小于中西

部地区,其对就地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较

为明显的区域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中西部地区

农村劳动力收入来源单一、家庭收入较低且普遍

仍存在较大的生存压力,城镇更高收入水平对其

具有强大的正向激励作用。 同时,受传统文化的

影响,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也具有“安土重迁”
的浓厚乡土情结,就地城镇化兼具了提高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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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赵德昭等(2012) [34]的做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等 11 个省份,中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等 17 个

省份。



图 3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就地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本的“U 型”曲线

图 4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hc)的核密度

平和无需“背土离乡”的双重优势,这放大了城乡

收入差距对就地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效应。 与之相

对应,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特别是沿海发达地

区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已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
寻求更多发展机会、实现人生价值、追求城镇生活

的更高舒适程度正日益成为他们转移就业的重要

因素,因而其对城镇较高收入水平所呈现出的“物
质诱惑”不如中西部地区敏感。 非农产业生产总

值占 GDP 比重(gdpr)方面,中西部地区非农产业

对就地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小于东部地区。
这主要是因为,虽然中西部地区近年来不断承接

国际和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35],但其往

往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加工生产环节,工业基础

薄弱且缺乏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现代服务业的

发展更是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 在此情况下,中
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大多面临着工作环境差、

工资水平低等问题,其非农产业对农业转移人口

的吸引力较差,从而对就地城镇化的产业支撑和

促进作用相对有限。
表 3　 中西部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基于系统 GMM方法)

变量 Sign 模型① 模型② 模型③ 模型④ 模型⑤

urban - 1 + 0. 9352∗∗∗
(0. 0211)

0. 8521∗∗∗
(0. 0212)

0. 7908∗∗∗
(0. 0292)

0. 7982∗∗∗
(0. 0306)

0. 8108∗∗∗
(0. 0317)

fina + 1. 5206∗∗∗
(0. 1490)

1. 5862∗∗∗
(0. 2097)

2. 0538∗∗∗
(0. 4242)

2. 0722∗∗∗
(0. 3462)

2. 0952∗∗∗
(0. 0793)

hc - -3. 6544∗∗
(1. 0570)

-4. 8885∗∗∗
(0. 7782)

-8. 8257∗∗∗
(1. 1582)

- 6. 5224
(5. 8561)

-8. 4374∗∗
(1. 8616)

hc2 + 0. 1727
(0. 2521)

0. 2654∗∗∗
(0. 0470)

0. 4823∗∗
(0. 1372)

0. 4186
(0. 3623)

0. 4605∗∗
(0. 1062)

flex + 1. 9125∗∗∗
(0. 2762)

1. 6142∗∗∗
(0. 3192)

1. 3207∗
(0. 7852)

1. 0035∗∗∗
(0. 1753)

Lnwgap + 0. 3362∗∗∗
(0. 0215)

0. 2145∗∗∗
(0. 0362)

0. 2393∗∗∗
(0. 0772)

gdpr + 0. 4715∗∗∗
(0. 0281)

0. 3875∗∗
(0. 1543)

unempl - - 1. 1156∗
(0. 5471)

Wald Test 214. 82∗∗∗ 247. 86∗∗∗ 135. 09∗∗∗ 167. 62∗∗∗ 188. 01∗∗∗
Hansen Test 16. 35 16. 03 14. 65 14. 91 23. 35

hc 门槛值(年) - 9. 21 9. 15 - 9. 16
AR(1)检验 0. 028 0. 031 0. 049 0. 029 0. 017
AR(2)检验 0. 215 0. 249 0. 231 0. 208 0. 278

Obs 238 238 238 238 238

注:∗∗∗、∗∗和∗分别表示 1% 、5%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
健性标准误,“ - ”表示值不存在或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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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和有效性,本
文并不直接引入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二次项,而
是建立门槛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门槛效果

检验和门槛值估计发现,门槛变量农村人力资本

水平(hc)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单门槛检验,
而在 10%的显著水平下未通过双门槛检验。 有鉴

于此,将采用“单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urbani,t = α0 + β1 finai,t + θ1hci,tI( thr≤ η1) +

θ2 hc i, tI( thr > η2 ) + β2 flex i, t + β3 Lnw gap i, t +
β4gdpri,t + β5unempl + μi,t (14)

在式(14)中,用 thr 来表征门槛变量,用 η1 和

η2 来表征待估算的门槛值, I(·) 为指标函数。
表 4 报告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hc)条件下单

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显著存

在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单门槛效应”,其门槛值为

8. 3675,这与系统 GMM 估计的结果基本保持

一致。
表 4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hc)条件下

　 　 单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系数
同方差设定估计 异方差设定估计

t - ols 标准误差 t - white 标准误差

fina 1. 6825 2. 2411∗∗ 0. 7501 2. 4585∗∗∗ 0. 6842
flex 2. 0162 3. 0522∗∗∗ 0. 0280 3. 2669∗∗∗ 0. 0640

Lnwgap 0. 4374 9. 7761∗∗∗ 0. 0721 10. 7903∗∗∗ 0. 3371
gdpr 0. 7516 2. 1882∗∗∗ 0. 0692 2. 4522∗∗∗ 0. 0618

unempl -2. 0043 3. 0136∗∗∗ 0. 6652 2. 9256∗∗∗ 0. 6852
hc I(hc≤8. 3675) - 1. 1382 2. 0702∗∗ 0. 2535 3. 3304∗∗∗ 0. 2888
hc I(hc >8. 3675) 0. 5241 2. 7692∗ 0. 2432 2. 6355∗ 0. 3319

F 值 83. 13∗∗∗

Within - R2 0. 7936

注:t - ols 表示同方差设定下的 t 值,t - white 表示异方差设定下的

t 值;∗∗∗、∗∗、∗分别表示在 1% 、5% 、10%的水平下显著。

五、简要结论与政策内涵

在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

景下,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否可以改

善公共产品供给情况,进而对农业转移人口就地

城镇化形成重要影响,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主题。
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

力对就地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其很

好地扮演了“援助之手”的重要角色,但中西部地

区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对就地城镇化的促进作

用要大于东部地区,其就地城镇化效应具有明显

的区域差异。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就地城镇化的

影响效应具有典型的“U 型”曲线特征,全国范围

内农村人力资本的平均“门槛值”为 8. 63 年,东部

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平均“门槛值”
分别为 8. 13 年和 9. 17 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必要性。 以上研究结论对促

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共产品供给能

力和加快推进就地城镇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参考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思路。
第一,坚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财政治理制

度,推动区域就地城镇化的高质量协调发展。 “十
四五”时期是中国市场化的深度改革期,也是基于

法律和规则的制度完善期。 在中国的多级政府治

理框架下,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财政困境、
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等是地方财政治理面临的主要

挑战,这对就地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极为不利。
因此,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财政治理制度方面,
一方面,应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提高地方政府的

财政支出能力和效率,增强其财政自给能力和主

体能动性,有效规避地方道德风险问题。 另一方

面,应进一步明确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责

任划分,通过加强地方税制建设、培育新的地方主

体税种、提高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等,提升地方政

府的财政治理水平。 同时,在中国实施更大规模

减税降费和中央财政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应适度

降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改变地方政府对

中央转移支付的高度依赖,增加其税收自主权和

发挥其主体积极性,切实提高地方财政治理和就

地城镇化水平。
第二,继续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在中西部

欠发达地区强化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 在

“十四五”时期,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契合度至关重

要,扎实做好农村教育可以为实现就地城镇化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

人才保障。 一方面,继续深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在财力允许的发达地区,可以尝试推广 12 年义务

教育,让农村劳动力尽快跨越人力资本的“门槛

值”。 但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实施

义务教育中的财政收支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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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应重点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

度并加快形成地区之间教育财政的横向转移支付

制度,从而形成就地城镇化区域均衡发展的良好

局面。 另一方面,在中西部落后地区强化职业技

能培训。 中西部地区具有推进中小城镇建设和就

地城镇化的现实需求,近年来不断吸引国际和沿

海地区产业转移也逐渐积累了一定的产业基础,
这必然对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提出了更高要

求。 具体而言,应从建立完善农民就业培训机

制[36]、加强对农民培训的财政补贴和财政支持等,
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第三,以产业集聚发展推进就地城镇化,继续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产业集聚是解决农村劳动力

就地非农转移、促进就地城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需要依托区域资源禀赋优势,加快发展特色产业

集群,如围绕主导产业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产业

链,加大科技创新和科技信息平台培育力度,打造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进园区产城融合,以此探

索就地城镇化新路径。 对东部地区而言,应加快

实施“腾笼换鸟”和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增强产

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和提高就地城镇化的内涵和质

量。 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应积极承接“清洁

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增加对农村劳动

力就地转移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提高就地城镇

化建设水平。 同时,应加快美丽乡村建设进程,并
以农村新社区为主要阵地快速推进就地城镇

化[37]。 具体而言,在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推动

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首先应注重挖掘生态环境

的“美”,积极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提升人居环

境质量,着力打造“宜居”乡村。 其次应依托特色

农业打造“产业乡村”和“宜业乡村”,在农产品深

加工、招商引资等方面提升就业吸纳能力,从而为

农民实现就地城镇化提供就业保障。 最后应充分

重视乡村文化重构和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将具有

创造力的“智力资源”留在农村并推动乡村旅游发

展,进而为就地城镇化发展提供充足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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